
情之殤：網絡情感動員的文明進程

楊國斌

摘要

2013年以來，中國大陸的網絡文化與政治發生了新變化。以抗爭

為主要特色的網絡事件有所減少，以共識性為特點的新媒體事件有所

增加。這一轉型的直接原因，是網絡事件的情感動員受挫。網絡動員

中的主導情感，如悲情、戲謔、憤怒等，皆被冠之以負面情感、非理

性、煽情、不文明等標籤，予以打擊和壓制。抑制情感動員的主要因

素，是網絡管制上「文明淨網」的新舉措及其實施的社會環境。這個「文

明淨網」的過程，可稱之為「文明的進程」。「文明的進程」，使洶湧的網

絡情感受阻，導致中國互聯網的情之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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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13, contention-oriented Internet event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transformed into consensus-oriented new media events in the Chinese 

cyberspace. The direct cause of this transformation is the obstruction of online 

emotional mobilization. The main emotions expressed in online mobilization, 

such as sympathy, anger, and playfulnes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labeled and 

attacked as negative, irrational, and uncivil. The key condition surrounding the 

demobilization of online emotions is a set of new policies that are centered on 

the concepts of civility and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the new soci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se policies are implemented. The practice of regulating the Internet 

in the name of civility constitutes a civilizing process. This process has 

undermined emotional mobilization online, leading to the weakening of 

contentious online activism in China in the past few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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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行動主義（online activism）自九十年代中後期發端，在二十年

間發生了很多變化。其中變化較大的一個時期，是2013年至今。2013

年之前，網絡事件基本呈持續增長的態勢。但是2013年以來，重大網

絡事件、尤其是具有抗爭性的網絡事件，有所減少，批評和抗議的聲

音受到削弱。同時，網絡輿論趨於分化，反動員的聲音和支持政府的

「正能量」明顯加強，共識性新媒體事件有所增加。

導致這些變化的原因較為複雜，但直接原因，是網絡動員的情感邏

輯受挫。網絡動員中的主導情感，如悲情、戲謔、憤怒、怨恨等，往

往被冠以負面情感、非理性、煽情、不文明等標籤，予以打擊和壓制。

抑制情感動員發生作用的主要因素，則是政府網絡管制上的新舉措及其

實施的社會環境。網絡管制方面的新特徵，表現在意識形態控制和文

化宣傳策略的強化。這其中核心的內容，又可稱之為「文明淨網」。「文

明淨網」的過程，可借用德國社會學家埃利亞斯（Elias, 1939/2000）的概

念，稱之為「文明的進程」。 

「文明淨網」的核心，是「文明」話語在網絡管制和審查中的作用。

其運作分兩個層面。一方面，「文明」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話語，是中

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新的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意識形態的

文明，英文可譯為civilization。另一方面，「文明」則以社會規訓技術

（technologies of social control）的形式（Herbst, 2010），見諸於網絡以及

城市和鄉村的公共空間，成為規範日常行為的準則。這一層面的文

明，英文可譯為civility。作為規訓技術的文明，從作為意識形態的文

明話語型構（discursive formation）中獲取合法性。

「文明的進程」使洶湧的網絡情感表達受阻，導致中國互聯網的抗

議性情感表達的衰弱。這是網絡情感表達之殤。抗爭性網絡事件的減

少和共識性新媒體事件的增加，1
 構成中國大陸網絡空間的結構性轉

變。這一轉變過程，與哈貝馬斯所分析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有相

似之處。

本文借用「新審查理論」研究中國大陸的網絡審查，並以此來分析

網絡審查如何以「文明」的方式，消解情感在網絡動員中的作用。這裏

需要強調說明，本文的出發點不是反對網上的文明行為，而是闡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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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話語如何成為國家治理術。作為國家治理術的文明話語，是現代

國家和社會制度發展中常見的特徵（Elias, 1939/2000），並不限於中國

大陸，也不限於對互聯網的治理。

網絡事件的新變化

2009年《傳播與社會學刊》發表「新媒體事件」專輯。由於新浪微博

在2009年8月方始運營，專輯中的論文未涉及微博。因此，這裏有必

要以新浪微博的出現為節點，簡要回顧網絡事件的變化。新浪微博的

成功推廣，給網絡事件提供了新平台，推動了事件發生的頻率和影

響。在新浪網推出微博之後的2010–2012的三年間，網絡事件達到高

潮，事件發生的平台從網絡論壇和社區向微博轉移。這期間比較有影

響的事件大多以微博為主要平台。重要的事件包括2010年的「我爸是

李剛」和錢雲會事件，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和溫州動車事件，2012年的

楊達才「表哥」事件、雷政富事件，2013年的湖南臨武瓜農之死事件等

等。

海內外學者對網絡事件或新媒體事件從概念、理論和實證諸方

面，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吳世文，2014；隋岩、苗偉山，2014）。情感

動員在公共事件生成中的作用引起諸多關注（楊國斌，2009；卞清、高

波，2012；焦德武，2014；劉濤，2016；袁光鋒，2016）。除悲情與戲

謔之外，有學者提出了對網絡動員有重要影響的其他幾種情感，如怨

恨（王謙秋，2013）和憤怒（謝金林，2012）。也有學者研究了謠言在情

感動員中的作用（郭小安，2013）。同時，對網絡情感的研究，也為深

入研究中國社會的情感結構提供了有益的分析視角（楊國斌，2013；
Szablewicz, 2014；劉濤，2016）。

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3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

計報告》，2013年微博用戶規模明顯下降，從2012年的3.09億人，減

少到2.81億。與微博用戶的下降相呼應，網絡事件有所減少。上海交

通大學輿情研究實驗室發布的輿情報告顯示，2012–2014年，正面輿情

事件比重明顯增多，負面輿情事件比例下降（上海交通大學，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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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負面輿情事件，一般帶有抗爭和批判的性質，符合本文研究的網

絡事件範疇。人民網發布的2013年互聯網輿情報告則稱：「經過幾個月

的清理，網上爆料社會負面現象特別是批評政府的聲音明顯減少，帖

文情感詞力度下降，積極正面的聲音日漸增多。」（人民網，2014年3

月18日）

由此可見，2013年是網絡事件歷史上值得注意的轉折點，網絡事

件在頻率和內容上開始發生重要變化。對變化的原因，人民網的輿情

報告有如下分析：

2013年，網絡輿論板塊發生重要變化。政府加大了對互聯網

的管理力度，微博大V遭遇沉重打擊，加上微信的分流，微博熱

度大幅度下降。微信用戶增長迅速，新聞客戶端也在發展中，移

動互聯網開始成為社會輿論的新信源。在突發事件中，政務微博

發聲成為政府新聞發布的「標配」，中央級媒體和各級黨報紛紛開

設法人微博，經常成為事態演變的重要變量。（人民網，2014年3

月18日）

報告還稱：

2013年8月以來的打擊網絡謠言，警方抓捕違法「大V」，急風

暴雨的運動式治理，對全社會產生震撼，似乎政府對互聯網的態

度以打壓為主。其實近年來互聯網治理已經形成一整套較為完整

的剛柔並濟的思路，有如下4個重要節點。2011年10月13日，國

信辦召開「積極運用微博客服務社會經驗交流會」，鼓勵黨政機關

和領導幹部開設微博客、用好微博客。2012年7月21日北京暴雨

之夜，《人民日報》開通法人微博，現已成為第一大媒體微博，帶

動一大批體制內媒體前進到微博輿論場域，積極引導輿論。2013

年8月10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提出互聯網「七條底

線」，體現了網民自律和網絡社區自治的柔性治理思路。2013年9

月9日，「兩高」出台〈關於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

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標誌著對網絡消極現象從被動應對變

成主動依法治理。（人民網，2014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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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網的報告，說明在互聯網治理模式上，「柔性治理」、「剛柔並

濟」是近年高調宣稱的新思路。本文認為，這其中的柔性治理，實質上

是自鄧小平以來，「文明」話語的意識形態化的引申和發展。因此，我

們有必要將文明治網的實踐，置於「文明」話語的歷史背景中來分析和

理解。在分析之前，有必要簡單梳理關於互聯網審查的理論模式。

網絡審查的混合模式

對言論審查的研究，在理論上有三個來源。一是西方經典的自由

主義觀點。自由主義的出發點是言論自由的絕對價值。言論審查限制

言論，自然受到批判。自由主義觀點認為，言論審查具有外在性、強

制性和鎮壓性等三個特點（Bunn, 2015）。也就是說，對言論表達的審

查，是政府以強制性的措施予以干涉，或預防，或事後進行處置。很

多關於中國大陸互聯網審查的研究背後的審查觀（King, Pan, & Roberts, 

2013; MacKinnon, 2008; Tsui, 2003），基本屬這種自由主義的觀點。

第二種關於言論審查的理論，來源於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國家

與公民社會理論的批判。馬克思本人在青年時代做過記者和報刊編

輯，曾經在他寫的報刊專欄裏闡述新聞出版自由的重要性，寫到：「新

聞出版是人的自由的實現」（轉引自Hardt, 2000, p. 89）。但是在馬克思

主義關於國家意識形態的理論中，言論管制不過是統治階級的統治手

段，但相比意識形態而言，則屬較低級的手段。真正有效的統治方

法，是通過意識形態的作用，不動聲色、潛移默化地規制人的思想和

言行，從而形成葛蘭西式的霸權（hegemony）。而只有在意識形態效果

不佳的情況下，才需要動用壓制性的言論審查手段。馬克思主義的意

識形態理論，為「新審查理論」提供了借鑒（Bunn, 2015）。

所謂「新審查理論」，主要是針對傳統的自由主義審查理論而言。新

審查理論的概念，在2004年即有學者提出並有所闡述（Muller, 2004），

但是互聯網的發展及網絡審查和監控的現實，給「新審查理論」賦予了

新的意義。這表現在三方面。首先，根據新審查理論，審查的性質並

不一定都是壓制性的，審查的實質也不一定限於對言論的禁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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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審查的過程也能生產出新的話語，促使新話語形態的產生。從這

個角度看，審查可能具有特殊的言論產出能力（productive）（Chen, 

2015)。第二，新審查理論認為，審查的主體不僅包括國家和政府，也

包括公民社會和其他個人或組織的參與。第三，新審查理論認為言論

審查無處不在，沒有純粹的自由交流和傳播。以上特點表明，新審查

理論深受福柯的權力理論影響，同時也受到布迪厄的語言和象徵權力

理論的影響。布迪厄認為，最有效的審查是看不見的、習以為常的自

我審查。這種自我審查的習慣是在社會和文化結構規制的條件下，逐

漸形成的（Bourdieu, 1991）。在關於大陸互聯網審查的研究中，近年來

有不少學者的研究（Chen, 2015; Han, 2015; Taneja & Wu, 2014; Yang, 

2014），超越了傳統的自由主義審查觀，展現了網絡審查更為微妙和複

雜的圖景，在理論根源上與「新審查理論」不謀而合。

作為意識形態的「文明」話語

「新審查理論」對分析中國的網絡治理有何借鑒意義？上文提到的

官方話語中的「剛柔相濟」的網絡治理思路，其中剛的一面，是西方自

由主義思想所批判的來自國家對言論的粗暴干涉。而柔的一面，則對

應了「新審查理論」關於審查主體和審查效果的基本觀點。柔性治理包

括政府以外的行動主體，如網絡公司、互聯網協會、網評員、「自乾

五」、普通網民等等。柔性治理的手段和策略，不限於強制性的規定和

法律，還包括主流媒體佔領網絡陣地，爭奪話語權等「積極」手段。

實際上，剛柔相濟的治理策略，古已有之。遠可追儒家的教化傳

統，近則見諸孫中山的「教化型國家」的政治理念（Cheek, 2016, p. 107）

以及毛的黨內鬥爭策略（Perry, 2013; Thornton, 2007）。歷史學家高華在

對1942年延安整風的研究中指出，「毛澤東領導的整風並不單純依賴暴

力鎮壓，和斯大林相比，毛更擅於交替使用教化與強制兩種手段」（高

華，2000：393）。以「文明」為核心的官方話語和意識形態，與「教化」

的治理手段可謂一脈相承。

「文明」的話語同樣由來已久，且一向與國家、權力、暴力、殖民

主義緊密聯繫在一起（Duara, 2001; Gong, 1984）。德國社會學家埃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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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在其經典著作《文明的進程》一書中，分析了近現代的歐洲社會何以

認為自己比別人更文明的問題，進而揭示了「文明」話語在現代國家的

形成、國家暴力、社會制度、乃至個人意識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埃利

亞斯指出，「文明」（civilization）的概念，包羅了多種多樣的現象：「可

以指技術水平、行為舉止、科學知識的發展、宗教觀念與習俗。也可

以指住宅的樣式、男女共同生活的方式、法律懲罰的形式、甚或是做

飯的方法。嚴格來說，幾乎沒有什麼不能夠用『文明』或『不文明』兩個

詞所涵蓋的。」（Elias, 1939/2000, p. 5） 

「文明」在近現代國家與社會發展歷史上的重要性在於，在十八世

紀的法國，主張社會改革的啟蒙主義者開始意識到，宮廷、皇室和 

帝王對於社會，不可能做到絕對有效的控制。因為在統治階層之外，

有強大的社會力量可以影響國家政治。在這樣的啟蒙思想影響下， 

「文明」逐漸成為一套社會規制的話語體系。埃利亞斯通過對人的日常

舉止（manners）在西方社會演進的研究，揭示了這個話語體系發展的 

漫長道路。他發現：現代性作為向「文明」發展的過程，既是現代社會

國家和國家制度發展的過程，也是人的自我管理發展的過程（Elias, 

1939/2000）。舉止的文明化（civilizing），是從強制性的外部統治向自

覺的個人自我管理、自我控制演進的過程。

在近現代中國歷史上，「文明」的話語與現代化的價值觀和行為 

緊密聯繫在一起（Anagnost, 1997; Duara, 2001; Festa, 2006; Friedman, 

2004; Litzinger, 2000）。文明代表先進、受過良好教育、有文化、有素

質、「洋」。與文明相對立的是落後、封建、沒文化，素質差。這套文

明話語與中國歷史上重文化的儒教傳統一脈相承，因此即使在最反文

化的「文革」期間，人們對文化和知識仍然保持著不自覺的崇拜。紅衛

兵小報和大字報上的文章充滿語言暴力，但卻仍然講究書法、文采、

修辭，追求排山倒海之勢的排比和對比的句法。另一方面，正如劉禾

（Liu, 1995, p. 240）在論及中國現代性與「文化」的話語時所言，與「文

明」話語緊密相關的「文化」概念，產生於「中西方相遭遇的近代歷史。

正是這種遭遇，把種族、進化、文明、和國家認同等問題擺到了國內

知識分子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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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毛時代的文明話語，始於鄧小平1979年10月30日「在中國文學

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鄧在講話中指出：「我們的國

家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我們要在大幅度提高社會

生產力的同時，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發展高

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

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

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鄧小平，1994：208）在1980

年的另一個講話中，鄧小平說：「所謂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

學、文化（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產主義的思想、理想、信

念、道德、紀律，革命的立場和原則，人與人的同志式關係，等等。」

（鄧小平，1994：367）

鄧時代的文明話語，以強調社會全面發展的方式，淡化了毛時代

的階級鬥爭話語，從而為從階級鬥爭向經濟改革的意識形態轉型提供

了合法性（Anagnost, 1997）。鄧小平提出的「精神文明」，核心是社會主

義法治，同時也強調道德、紀律、信念等。從這一點來看，當前剛柔

相濟的文明治網，其理論基礎正是兼及法治和德治的「精神文明」的意

識形態。到江澤民擔任國家領導人時期，文明話語向制度化發展。
2002年在中共十二大的報告中，江澤民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外，

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設。2004年，政治文明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

寫入憲法，成為第三個文明。政治文明突出了法治（江澤民，2006：
200）。胡錦濤執政期間，又增加了「社會文明」。有學者認為，後毛時

期從鄧小平到胡錦濤，對於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會文

明的話語的宣傳和普及，說明「在中國意識形態的地貌上，文明已經成

為一個越來越重要的概念」（Dynon, 2008, p. 109）。這不僅表現在官方

的政策和話語中，而且在制度上有所體現。最重要的制度表現，是在

江澤民時期中央文明辦的成立。

「文明」的話語形構，對於普通公民有何要求？根據安葛絲（Anagnost, 

1997）的觀點，八十年代的文明話語，突出的是「缺」（lack），意思是中

國社會缺少文明，公民素質差，因此需要提高素質，建設文明。這種

突出「缺」的話語，到九十年代以後，有所變化（Festa, 2006）。九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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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文明話語，開始突出「自律」（self-discipline）。自律的話語，敦促

人們根據文明的規範來加強修養，管理自己的行為。在這樣的話語空

間，「不文明」、「沒素質」成為國家管理和規範公民行為的標籤。生活

在城市裏的農民工及子弟，常常會被貼上這類標籤，受到歧視（Han, 

2010; Kipnis, 2006）。

近年，中國大陸的國家治理策略，特點是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

治。表現在網絡治理上，即上文提到的剛柔相濟的策略。柔的表現，

則是文明淨網，強調公民上網行為要文明、自律、守法。既然互聯網

管理有法可依，何必還要訴諸文明話語？道理跟法國啟蒙運動時期「文

明」話語的發展頗有異曲同工之趣。沒有哪一個社會，能完全用法律來

管理和統治。法律之外，道德規範具有重要作用，這在法治傳統偏弱

的中國社會尤其如此（Bakken, 2000）。互聯網空間的治理，原本就跟不

上技術和社會的發展，自身又具有很多新的特色（如匿名），對治理提

出新的挑戰。同時，現行的互聯網規定和法律所禁止的內容，也具有

很大的模糊性，很多網上行為難以在法律條文內予以裁決。要減少這

類「有害信息」，通過宣傳、監督、社會參與，以道德、「文明」為規

範，成為新的策略。從治理者角度看，這些方法和策略的目的是發動

群眾，互相監督、自我管理。這正是作為「社會規訓技術」的文明話語

的功能所在。

作為「社會規訓技術」的文明話語

中國網絡治理的歷史，堪稱是一部網絡「文明」史。對於網絡言論

的審查，一向以道德、文明、和諧為口號。但是，「文明」的進程頗為

緩慢，效果並不明顯，網絡事件並未受到抑制。比如2009年，中國大

陸曾經大張旗鼓地打著文明的旗幟，進行了一次全國性反低俗專項行

動，但效果適得其反，不僅反低俗的效率甚微，反而被低俗戲謔了一

場，導致「草泥馬」等一批網絡熱詞在網上廣為流傳（Tang & Yang, 

2011）。但2013年以來，「文明的進程」有所加速，範圍明顯擴大。

如果網絡事件的動員受情感邏輯的支配，那麼，國家對於網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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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治理，必將力圖對其情感力量予以消解。近年網絡治理的新發

展，佐證了這種以消解網絡情感來應對網絡事件的策略。國家是怎樣

運用文明的手段，來消解推動網絡動員的情感因素的呢？或者說，國

家對網絡的治理和規制，是怎樣以規制網絡情感的方式表現出來的

呢？

「文明」作為治理手段和治理工具的運用，本文稱之為作為「社會規

訓技術」的文明。「社會規訓技術」是福柯（Foucault, 1998）所說的「權力

技術」（technologies of power）與「自我技術」（technologies of the self）的

結合。「權力技術」講的是國家權力的作用，「自我技術」強調公民個體

自願接受權力的約束，自覺地對自我進行管理、調整、改善、和塑

造。在現實生活中，「權力技術」與「自我技術」往往相互滲透，不易區

分。這種兩者混雜的狀態，我們稱之為「社會規訓技術」。

「文明治網」的社會規訓技術，力圖重新構造社會的情感結構，是

反情感動員的重要策略。情感管理，作為中國革命歷史上的實踐經

驗，由來已久（Perry, 2002），而在經濟改革時期，也早已見諸各行各業

（如酒店服務、航空服務等等）（Otis, 2011），包括線下抗爭的反動員

（Deng & O’Brien, 2013）。但是新媒體條件下的情感治理，囊括了一系

列新話語（如正能量、負能量、中國夢、網絡輿情、網絡安全、文化安

全）、新策略（如輿情的收集、分類、分析、培訓）、新手段（如大數據

的運用）和新的行動者（如輿情監測中心、智庫、商業公司）等等。正是

這整套的詞匯和概念，使「文明」具備了話語型構（discursive formation）

的特徵。

作為「社會規訓技術」的文明，在網絡審查及情感反動員方面的具

體表現，有諸多方面。本文根據對中國大陸媒體報道和網站內容的觀

察和分析，歸納為以下八種：

1. 運動式治理

2. 官方媒體佔領網絡

3. 統戰新媒體

4. 法律

5. 社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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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乾五」、「理中客」、「小粉紅」

7. 網絡輿情分析產業

8. 國家文化安全

八種規訓技術的特點是，政府、企業、公民、媒體等行為，交叉

融合，雖然動機有所不同（如輿情產業的主要動機是盈利），但都普遍

使用文明的話語，以文明的名義治理網絡。

運動式治理，是中國大陸政治過程中的常見方式，毛時代運用最

多，但改革以來亦時常運用（Cell, 1977; Perry, 2011）。在互聯網治理

中，運動或專項行動，也是常見的手段（曹龍虎，2013），但運動的形

式比毛時代更加多樣化，方法和手段更趨「文明」。以運動的形式，推

動網民文明上網，曾在2006年做過。2009年的反低俗專項治理，更是

以文明的名義，對網絡內容進行大面積治理，關停大量網站。2010

年，中共中央外宣辦、文明辦發起過「文明上網、共建和諧」的網上徵

文活動。以網上徵文的形式，邀請公民自願參加到製造文明話語的行

列，是權力技術與自我技術的絕妙結合。近年的趨勢，一是在以往文

明上網運動的基礎上，增加了類似文革中革命大批判的形式。批判的

對象則是新型的微博大V，如薛蠻子、李開復等。其結果，借用《南方

周末》2013年9月12日的一篇文章的標題，是導致「大V近黃昏」（范承

剛、周華蕾、劉志毅、張瑞，2013年9月12日）。二是其他多種形式的

應用，如以「掃黃打非」為主的專項行動命名為「秋風2014」專項行動、

「護苗2016」專項行動等。即使在語言風格上，「秋風」、「護苗」這類專

項行動，也都體現了文明話語的特徵。

對新媒體的「統戰」，是中共統一戰線策略在新媒體時代的創新。

大陸政府對新媒體業界一直通過直接下指示、公開動員簽署企業自律

等方式，要求業界加強對所經營網站的管控。如2014年，29家網站聯

合簽署〈跟帖評論自律管理承諾書〉，將審查的視角深入到向來不受注

意的新聞跟帖。新浪微博作為網絡事件的高發平台，其社區管理不斷

加強，設立了舉報處理大廳、社區管理規定等細則，對「一些不和諧不

文明的言論」加強審查。對新媒體人士加以「統戰」，是2015年5月
18–20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的新提法。原話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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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和改善對新媒體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據中國中央統戰部的解

讀，「新媒體中的代表性人士大致分兩類：一類是新媒體平台的經營

者，一般可稱為新媒體從業人員；另一類是新媒體上內容的製造者，

可籠統地稱為網絡意見人士。」（騰訊網，2015年6月4日）2016年，中

共統戰部成立「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工作局」，是對新媒體人士進行統戰

工作的制度化步驟。將新媒體人士納入統戰範圍，一方面說明新媒體

的影響力之大，另一方面說明官方在策略上，比以往更注重收編（而不

是僅僅打擊）新媒體中有影響的人士。這與文明治網的策略也保持了一

致性。

加強對法律手段的運用，從人民網2014年輿情報告的表述可見一

斑。該報告對2013年的輿情進行分析，指出「2013年8月以來的打擊網

絡謠言，警方抓捕違法『大V』，急風暴雨的運動式治理，對全社會產

生震撼。」報告特別提出互聯網治理的四個重要節點，其中兩個是： 

（1）2013年8月10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提出互聯網「七

條底線」，體現了網民自律和網絡社區自治的柔性治理思路；（2）2013

年9月9日，「兩高」出台〈關於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

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標誌著對網絡消極現象從被動應對變成主

動依法治理，說明柔性的文明治理技術背後，同時有國家機器支撐（人

民網，2014）。

依靠動員社會力量來淨化網絡，表現在社區、居委會、地方網絡

文化協會、共青團等參與網絡文明監督。社區治理一直是大陸國家治

理的重要內容（Tomba, 2014），為「文明治網」提供了基層治理經驗。如

共青團中央關於廣泛組建網絡文明志願者隊伍的計劃，要求全國基層

團組織建設網絡文明志願者隊伍，參加人數不少於團員總數的20%。

隊伍建設對網絡文明志願者的主要責任有詳細描述，如「在互聯網上主

動弘揚正能量」，「自覺增強網絡文明素養。遵守互聯網法律法規和網

絡文明規範，自覺依法上網、文明上網、綠色上網，不瀏覽不健康的

網絡頁面和信息，不造謠、不信謠、不傳謠」（團中央關於廣泛組建網

絡文明志願者隊伍的通知，2015）。評選文明家庭、文明社區、文明村

莊、城市等待是社區治理中一種常見方式。用到網絡治理，則是盛行

於全國各地的文明網站的評選活動。網上搜索資料發現的案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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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興市文明辦2015年8月發給「各鎮人民政府，環科園、經濟技術開發

區管委會，市各街道辦事處，市各委辦局，市各直屬單位」的文明網站

評選通知。通知所附「文明網站測評標準」對打分標準有明確規定，如

「唱響主旋律，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積極傳播正能量」得6

分，「堅持『七條底線』，建設清朗網站空間」得6分、「組織網絡文明志

願者積極開展文明公益活動，傳播文明、引領風尚」得4分等等，滿分

為100（宜興市文明辦，2015）。

「自乾五」、「理中客」、「小粉紅」等新型網民標籤的出現，說明「文

明淨網」的政府策略，在網民中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受到部分網民的支

持。「自乾五」者，指「自帶乾糧的五毛」，即志願網評員。「理中客」指

在網絡討論中以「理性、中立、客觀」自居者。「小粉紅」則是因為參與
2016年1月20日的「帝吧出征」事件，而被《人民日報》微博公號歡呼為

「已經登上歷史舞台的」、「充滿陽光和自信的」90後愛國青年（人民日

報，2016年1月22日）。這三類網絡群體中，有愛國者，有民族主義

者，有體制的支持者。但她們中間也有很多網遊玩家、「愛豆」粉絲等

等。這類網民的出現，與大的社會背景有關係。網絡民族主義運動的

興起，左翼思潮的復興，部分網民對西方媒體對中國的負面新聞報道

的反感，甚至紅色文化的再度主流化等等，都會影響到網民對網絡輿

論和政府治理網絡空間的態度。

日益產業化的網絡輿情分析，為文明治網提供了一套新的語言和

方法。其突出特點，是把網絡言論用各類指標加以區分，如情緒指

數、理性指數、正能量指數、理性度、悲觀度、冷漠度、希望度等

等。分類與指標，是國家治理的基本策略，其目的是通過信息處理，

加強對社會趨勢的瞭解，便於掌控（Scott, 1999）。就網絡輿情分析而

言，問題在於當政府部門用這類指標去衡量和審查網絡話語的時候，

是否也分析研究產生正、負能量指數話語的原因？如果不分析深層原

因，不致力於解決造成負能量話語的社會問題，而一味刪除這類話

語，那麼輿情分析的產業就成為規訓文明的一種技術手段。

第七，關於網絡文明的話語，常常直接與國家文化安全聯繫在一

起。其結果是，以國家文化安全的壓倒性話語，遏制「負面」網絡輿情

發展。如「共建網絡安全，共享網絡文明」之類的語言，屢屢見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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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網絡安全與國家安全，並不是新概念。2002年，「不銹鋼老鼠」劉

荻就曾以發布威脅國家安全的帖子的罪名被捕（Zhou, 2006: 218）。但

近年來網絡與國家安全的話語顯著加強。同時，國際形勢的變化，尤

其是斯諾登事件和維基泄密事件，也給網絡安全話語賦予新的正當

性。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2014中國大陸成立了由習近平親自任組長

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並出台《網絡安全法》。這是國家

機器支撐柔性文明治網的又一舉措。

最後一點，是官方媒體和政務微博、微信（雙微）在文明治網和網

絡事件反動員中的作用。早期的官方媒體，在網絡上影響力較弱。但

近年來，官方媒體活躍於新媒體平台，在網絡上貼近新媒體文化，使

用網絡化語言，集聚了人氣，影響明顯擴大。如《人民日報》微博號粉

絲數近5,000萬，新華網的微博粉絲1,700萬。官方媒體的微博公號及

政務雙微在發生危機事件的情況下，一改從前的被動處境，往往主動

地發布信息，爭取輿論主動權，側重傳達「正能量」和正面情感，並對

網民的負面情感以文明和理性的名義，予以消解。

以上八種規訓技術，構成文明治網的基本手段。下面用兩個案 

例來說明，這些規訓技術如何被用來對網絡事件進行情感反動員

（demobilization）。

案例一：2013年「夏俊峰案」

關於夏俊峰案中對網絡悲情和同情的消解，主要以理性的面貌出

現。這裏借用宋志標的博文「維穩戰士與理中客」的一段話對事件的背

景做一交代。宋文這樣開頭：

瀋陽城管死亡的小販夏俊峰被執行死刑後，遺孀張晶在亡人

「頭七」為其出殯。這一天正好是十一，一個家庭的祭日與執政

黨的節日如此巧合，從而將同情夏家的聲音呈隱喻性地放大。然

而，同情之輿論已經抵達頂峰，一場「求真」的質疑聲浪隨後掩殺

而來。（宋志標，2013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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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準確地把握了兩股網上力量交鋒的表現形式是對情感的態

度：以夏俊峰遺孀張晶為代表的一方，以悲情、同情、溫情的情感，

帶動了網上針對司法和城管等部門執法弊端的抗爭怨恨聲音。幾年之

前，在類似的事件中，悲情和憤怒這樣的「負面」情感會佔有壓倒優

勢，不會受到很多質疑。如2009年的鄧玉嬌事件。而2013年大陸的網

絡輿論場已經在發生變化。

宋文區分了攻擊張晶的兩種人，一種人是職業網評員，另一種是

理中客，指出「在夏案輿論大逆轉中，理中客扮演了重要作用。」上文

提到的《法制晚報》關於理中客的文章，也用夏俊峰的案例來說明理中

客雖然有影響，但卻「不招人待見」：

瀋陽街頭小販夏俊峰砍殺城管案件，雖然是「殺人犯」，但社

會的一些輿論卻能站在夏俊峰一邊，就應該好好反思為什麼會這

樣—為什麼官方大力推崇和武裝的城管總是被人民群眾唾罵？

為什麼影響市容市貌的遊販可以獲得一定程度的諒解？可「理中

客」根本不去想這些問題，卻一味指責社會輿論偏激、不理性。

（張瓊，2013年11月4日）

在夏俊峰案例中，主流媒體的聲音也以消解網絡情感為主。例如

「央視網評」2013年10月8日刊登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夏俊峰案再反

思：我們不該淪為烏合之眾〉。題目把網民比作烏合之眾，並對網絡上

的情感表達予以直接批判：

對那些過於煽情的言辭，或者狂熱的情節，網友們不妨降低

三分參與的衝動，冷靜一些，理性一些，而不是跟著別人義憤填

膺，或者架秧子起哄……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同情弱者，是很

正常的情感，但誰也不能通過誇大或造假來消費人們的同情。這

種消費，是不道德的，潛伏著嚴重的危機，一旦被戳破，將使事

情出現逆轉，激化人們的逆反心理。（楊平之，2013年10月8日）

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夏俊峰被執行死刑後觸發的網絡事件中，

進行情感反動員的，有官方媒體，有匿名網評員，也有其他支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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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的網民尤其是所謂的「理中客」。這些反動員的聲音，均以文明和

理性的面貌出現。一方面，他們指責張晶在微博中把另一個殺城管的

小販崔英杰的落淚照，當作夏俊峰的照片轉發，批評張晶的意圖是故

意用一張落淚照博取網民的同情。另一個策略是轉移網上話題，不談

夏俊峰的死刑，轉而攻擊張晶和夏俊峰的人品，說他們的兒子抄襲別

人的畫作等等。最終，雖然針對夏俊峰事件的網絡輿情頗多同情，但

還是受到反情感動員聲音的消解，未能形成有影響的網絡事件。

案例二：2015年「東方之星」長江沉船事件

「東方之星」長江沉船事件，被大陸官方認作是抑制網絡事件的成

功案例。與2011年的溫州動車事件相比，兩次事件後的網民反應區別

很明顯。沉船事件之所以沒有演變成動車事件中的網絡情感動員，與

官方的反動員有直接關係。
2015年6月1日21時28分，一艘從南京駛往重慶的「東方之星」號

客輪在湖北監利水域傾覆。船上包括遊客、船員共454人，僅12人獲

救。根據新浪政務傳媒學院的分析報告，事故發生後的幾天，微博、

微信的輿論，正面情緒一直高於負面情緒：

每日情感輿論演變圖可見，正面情緒一直高於負面情緒，2

日、3日是事件的發酵期與爆發期，正負面情緒非常接近，4日、

5日隨著事件的平緩，正面情緒遠大於負面情緒。演變圖說明，在

事件的發酵期與爆發期，是正負面情緒的較量期，也是政府及相

關職能部門發揮作用的關鍵時期。政府和相關部門利用微博積極

發布消息，跟進救援，可以極大程度上平息輿論中的負面情緒。

（新浪政務新媒體學院，2015年6月12日）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發布的2015年6月份輿情監測報告稱，「東方之

星」沉船事故，是突發性災難，本來有可能形成輿論危機。之所以輿論

危機沒有發生，是因為政府行動快，各級政務新媒體發揮了傳播力：

一是官方於24小時內公布全部乘客名單，各地媒體廣泛轉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17).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93

情之殤：網絡情感動員的文明進程

載，二是媒體傳播內容上更偏重於救援現場，如辛勤的「蛙人」救

援的細節，而非以往「領導關心、救援及時」等空洞蒼白的描述，

三是各級政務雙微及時發送相關消息消除民眾疑惑，比如當時的

氣象條件、三峽蓄水救人、逃生技巧等，在明晰救援這一傳播主

線的基礎上，與傳統的紙媒和門戶網站形成了傳播合力。（人民

網，2015年7月10日）

以往網絡事件的成功動員，往往會創造出新的網絡符號。如「正龍

打虎」、「躲貓貓」、「范跑跑」、「我爸是李剛」，以及溫州動車事故後出

現的「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雷蔚真、曹小杰，2009；雷蔚真，
2011）。沉船事件沒有生產出類似的網絡符號，亦可歸因於文明淨網行

動比從前更加有效。

不過，新浪的報告也表明，雖然正面情緒超過「負面」情緒，但「負

面」情緒仍然存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官方媒體一方面以理性和文明

話語消解網絡的情感動員，一邊卻也訴諸自身的情感動員，通過政務

微博和官方媒體微博，製造出大量正面情緒的話語，結果反而受到網

民的調侃和批評。如新浪微博上有人列出官方媒體的「十大噁心標

題」，被大量轉發。其中《人民日報》的〈救援一線，中國最帥的男人都

在這兒啦！〉，據李吉呵德的博客稱，「因其娛樂與弱智被人罵慘，列

為『十大噁心標題』榜眼。」（李吉呵德，2015年6月10日）而從知乎上

的一個頻頻被刪的熱門話題〈如何評價「長江沉船事故」的民眾輿論導

向？〉，也可看出網民對官媒的正面情緒表達的質疑。中國數字時代網

站整理和保留的帖子，說明網民大量質疑網上官媒的煽情。知乎上的

原文如下：

在事故發生的次日下午便出現了大量的類似救援人員辛苦，

祖國偉大，非常感動之類的言論，與以往事故發生時首先出現的

質疑，問責的相比一反常態，甚至對救援者表達感動的聲音蓋過

了對遇難者和其家屬惋惜的聲音。只要出現了不同的聲音，便遭

到圍攻並扣以鍵盤俠的帽子。這意味著網絡輿論開始逐漸偏向於

支持政府，理性和明智，還是有其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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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數字時代用谷歌緩存所保留下來的419條答覆中，大多是批評

和質疑的聲音，如：

為什麼支持政府就是理性了？

哪個國家發生災難不會罵政府？中國，朝鮮，等等。

哪些國家會罵政府，美國，日本，英國，法國，韓國，等

等。（中國數字時代，2015年6月6日）

從政府角度看，沉船事故發生後的幾天內，輿情管理較為成功，

正面情緒大於負面情緒。但事態後來的發展表明，負面情緒有所增加

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2015年6月13日，《人民日報》微博發布中

央電視台的消息稱「#長江客船沉沒#【經重新確認：「東方之星」客船翻

沉時總人數454人 12人獲救】經過有關部門調查核實，最終確認「東方

之星」客船上實有人員454名，其中遊客403人、船員46人、旅行社工

作人員5人。經過逐一的身份甄別核實，獲救者人數由最初公布的14

人確定為12人。（央視）」

該條微博後，跟帖之多、質疑聲之大，可謂形成了抗議性的網絡

事件。網友大多質疑：何以救起來十幾個人，居然諾大的中央媒體就

數不清楚人數，實在讓人費解。

該案例說明，「文明」話語的運作，如同國家機器其他零件的運作

一樣，有其多面性和模糊性。也許大部分時間它運轉正常，但也難免

有部件失靈的時候。也許在正常運轉一段時間之後，這部機器會發生

老化、開始反應遲鈍，甚至出現故障。總之，不論是作為意識形態的

「文明」話語，還是作為「社會規訓技術」的「文明」話語，它們已經像機

器那樣運轉起來，規制著互聯網上言論空間。但面對千變萬化的網絡

空間，「文明」這部機器是否能夠長期有效地運轉下去，不僅要看機器

本身的質量如何，還要取決於它的對象—廣大網民—的態度、耐

力、膽量、機智、感情變化等多種因素。

網絡事件向新媒體事件的結構轉型

大陸網絡管制一直甚為嚴厲，但對網絡事件的生成並未產生明顯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17).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95

情之殤：網絡情感動員的文明進程

的消解作用。為什麼2013年以來的舉措，會產生不同以往的效果？本

文分析認為，這與網絡治理新舉措的內容及其實施的社會環境有關。

之前網絡管制的手段，以被動的阻塞、屏蔽或壓制為主。刪帖由網絡

公司具體執行，公安、宣傳和網絡監管部門監督，網絡管制在越維穩

越不穩的維穩體制下實施（Xie, 2013）。2013年以來的網絡管制，策略

上有明顯調整。新的策略，借用官方的話語，是剛柔並濟。其中「文明

淨網」、促進「網絡文明傳播」的意識形態話語和以「文明」為核心的「社

會規訓技術」，佔有突出地位。文明淨網的核心，是從多方面抑制「負

面」網絡情緒的表達，從而減少抗爭性網絡事件發生的頻率。

網絡事件，本來是指抗爭性的事件。但在文明淨網的環境下，事

件的抗爭性質有所減弱，傳播「正能量」的事件增加。其結果是抗爭性

的網絡事件被共識性（consensus） 的新媒體事件所取代。2
 表一列舉了

兩種事件的主要區別。

表一　抗爭性網絡事件與共識性新媒體事件的比較

抗爭性網絡事件 共識性新媒體事件

1.  主要情感：悲情、憤怒、戲謔、義憤、 

懷疑
1.  主要情感：驕傲、自豪、喜悅、忠誠

2.  違背或挑戰主旋律 2.  符合主旋律和主流意識形態

3.  參與者為一般意義上的「網民」 3.  參與者分化為：「網民」、五毛、自乾五、
政務微博、官方媒體等等

4.  缺少政治合法性 4.  具備政治合法性

例： 2011年溫州動車事件，2012年楊達才 

「表哥」事件
例： 帝吧出征：「我深深的愛著這個國家」 
微話題

 

這個變化是一種哈貝馬斯式的結構轉型。不同的是，在哈貝馬斯

分析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過程中，起核心作用的是資本市場，而在

網絡事件向新媒體事件轉型的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的是國家。需要強

調的是，國家雖然起主導作用，但並不是唯一的行動主體。一方面，

國家動員社會力量參與文明治網。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社會力量對

國家的行為做出積極響應，支持政府的治理行為。
2013年以來的網絡治理，有其特定的社會和歷史環境。2013年是

習李新政的第一年。「中國夢」的話語成為核心話語，網上網下彌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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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情緒（這種情緒到2016年1月份的「帝吧出征」事

件達到一個高潮）。同時，反腐倡廉的政治運動，以前所未有的態勢，

扳倒大批高官。中國夢與反腐，形成正反兩面的社會輿論衝擊波，給

同時開展的打擊網絡傳謠和整治大V等文明治網行動，提供了硬的威

懾力量和柔的社會氣氛。國際上，2013年6月，前美國中情局雇員斯

諾登揭露出來的美國政府「棱鏡門」事件，不僅使網絡信息安全成為重

要的國際話題，更為大陸政府的治網行動提供了新的合法性話語，從

而使網絡安全、國際安全、文化安全成為網絡文明話語的盾牌。

以文明的名義，消解和阻塞網絡的「負面」情感，同時擴大正能量

的生產和傳播，這不僅僅是網絡治理的新思路。鑒於網絡傳播（包括手

機）日益成為當代生活、文化、經濟的核心內容，那麼對於網絡傳播進

行情感治理，也就是對於整個中國社會的情感治理。網絡情緒的管

理，因此成為社會情緒管理的切入口（關於社會管理，見Lee & Zhang, 

2013; Pieke, 2012）。

網絡情感動員的「文明進程」前景如何，尚難以判斷。本文所描述

的結構轉型，是一個仍然在發展的過程。作為「社會規訓技術」的文明

話語，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網絡是一個多元互動的新技

術空間，網絡空間的表達，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因此，「文明的進

程」也是一個充滿變數的過程。

最後應該指出，本文旨在闡述文明的話語如何成為國家治理術，

對網上的文明行為本身毫無詬病之意。不文明的網絡空間，對公共表

達和交流有害無益。但這並不意味著達到某種「文明」程度的網絡空

間，就真正有益於公民的表達與交流。以文明的名義消解網絡的「負

面」情感，同時迴避情感表達背後深層的社會原因，那麼「文明」的規訓

技術就沒有能夠觸及到網絡事件情感動員的真正邏輯，因此就未必能

夠從根本上消解網絡事件。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文明與情感並不是矛

盾的兩個對立面。中國文化向來講情理交融。心是情之所，也是理之

寓。古訓「詩言志」中的志，亦情亦理。網民遭遇觸及道德底線的社會

不公的時候所表達的怨與憤，恰恰是正義感的表達。3
 這樣的公眾表

達，正是現代公民社會中文明和理性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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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本文將抗爭性的「網絡事件」與共識性的「新媒體事件」相區別，旨在突出
轉型前後的變化。這裏所謂「共識性」（consensus），借用了社會運動理論
中的「共識性運動」（consensus movements）的概念。有學者認為，共識性
運動不能夠推動社會變遷（McCarthy & Wolfson, 1992）。

2 邱林川、陳韜文（2011）所區分的四種新媒體事件（民族主義事件、權益抗
爭事件、道德隱私事件、公權濫用事件），基本都具有抗爭特徵。

3 關於文明與正義的關係問題，參見Calabrese（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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